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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政經制度類型 

與習近平的制度趨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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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摘 要 

中國近 40 年改革，已面臨轉型問題，其主要爭議在於左右之爭。

中共中央對於未來制度轉型的具體原則迄未形成定見，而大陸左右各

派觀點分歧極大，亦均提出某種屬於意識形態性質的未來制度選擇之

偏好傾向，意欲影響中央未來政策轉變。本文即就上述背景，對中國

政經制度未來發展，進行探討與分析。本文的分析架構，係採用類型

分類的方法，從「政治」與「經濟」兩種制度面向，以及「左派」與

「右派」兩種意識形態傾向，演繹為四種模型，探討中國未來制度轉

變的意義及可能選擇方向的觀察。同時，亦在於對中國改革開放多年

後，做一個初步的評價與反思。本文進行分析的四種類型，包括廣東

模式、重慶模式、中央政策模式，以及第三條道路。制度的分析與探

討，有利於發現中國當前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並獲知可能的發展趨向。

至於中國未來的制度究竟如何發展，無可避免的將涉及本論題之外的

諸多其他因素。本文僅就論述範圍，進行分析探討。  

關鍵詞：左與右、重慶模式、廣東模式、第三條道路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2卷、第 2期（2016/夏季號） 74 

壹、前言 

中國在三十年的改革之後，的確面臨著轉型問題。目前這個問題還沒

揭開蓋頭，在北京、上海的大城市各種傳言此起彼伏。在北京的思想界，

可用「暗流湧動」形容，而這些問題的主要爭議，在於左右之爭（榮劍，

2012a）。 

中國存在的左右爭論的問題，不僅呈現在經濟議題上，也出現在政治

議題上。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已經面臨重要的轉型問題，主要包括

政治與經濟制度轉變上。在中國大陸，只要不踰越某種程度的界限，或者

可能影響統治威信的討論，網路到處可見，甚至各級地方政府也不避諱邀

請「右派」專家學者發表他們屬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在這樣的情

勢中，探討中國未來政經發展目標的時機可謂逐漸成熟。 

中國大陸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所謂「左右之爭」，顯然

在鄧的政策原則之下，隱然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思維。易言之，以

鄧小平的政策為中線作為分界，改革派即成了右派，而保守派即為左派。

這種說法，是從意識形態觀點籠統區分，可以視為中國大陸既存的左、中、

右三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被內部左右之爭中視為中間派，但若更進

一步的細分，其經濟政策應屬右派，而政治立場仍屬居於左派的基調，惟

只存而不論。綜而言之，從邏輯而論，既存的分類，並不嚴謹與清晰。 

趙紫陽在軟禁期間曾指出，中國如果長期處在「政左經右」的體制下，

必定矛盾叢生。他說：「我現在認為，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要配合；不配

合，搞市場經濟，還是無產階級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

很多（楊繼繩，2005）。」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展江（2012）更明

確的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得很遠，但在政治上，總體

說來還是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因此，政治與經濟並不是同步發生變化，

於是，就出現了「政左經右」這樣的觀念。從它們的觀點可界定中共中央

的政策屬性為｢政左經右」，而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不同調衍生出許多的問

題，卻是不爭的事實。 

本文的目的，在於對中國具有未來發展性質的重大議題，提出一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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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性的思考與觀察，其做為探討論題的主要意義，在於如下兩項陳述。其

一、中國大陸左右各派觀點分歧極大，各方並積極表達了某種屬於意識形

態性質的未來制度選擇的偏好傾向，其目的意欲影響中央未來政策的轉變。

而各種爭論中的不同觀點，亦僅僅是做為一種「目標」而提出，缺乏深層

政治思想的理論性分析，亦均尚未形成具體政策制度的理論性內涵。其二、

關於中國未來可能形成或選擇何種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類型？如果僅僅限於

大陸內部對「重慶模式」及「廣東模式」的「理念型」（ideal type）關注，

則極有可能衍生出其他意料之外的任何類型，甚且不能作出相對應的比較。

基於此種思考，本文擬就中國未來制度轉變可能類型的問題，依據邏輯的

分類方法，在第二節首先提出一種分類的方法與指標，列舉四種制度類型

的模式，做為觀察分析的工具。 

至於本文的類型觀念是否允當，本文將採用訪談方式，借助國內學者

專家受訪者，就其個別主觀認知提出觀點，以作為最後對照本文所提原創

性類型概念的適當性，進行比較分析。 

依據第二節的分析架構，在第三節，就四種類型的特徵，按「重慶模

式」、「廣東模式」、「中央政策」以及「第三條道路」進行比較分析，

嘗試給予本文分類的論證。在第四節中，就習近平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在制

度類型的面向，以專家訪談方法，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行對本文所提

類型意義的檢證。最後，作出本文的分析結論。同時，在本文整個分析論

證過程中，亦對中國近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內涵意義，進行初步的評

價與反思。 

貳、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分析架構 

中國大陸當前關於未來制度變革的相關理論之探討並不充分，惟冠以

「模式」或「經驗」的論述則很多。榮劍（2012）指出，中國大陸改革的

理論資源最為貧乏，無論西學、國學、馬學都有不足之處。學者們把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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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來的社會發展和制度安排，視為中國目前最值得關注的制度現象，

因為它客觀上激發出了人們對於中國未來走向的一種想像。在這種想像中，

左派和右派都在按照他們一貫的思維邏輯，期待它成為全國性樣板，或者

僅僅為一個地方性實驗。 

大體而言，無論「重慶模式」或「廣東模式」，係就現況事實所提出

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類型，因此至多僅能視之為一種「理念型」，而在平行

的概念層次上，是否存在其他的類型？仍值得商榷。簡言之，就邏輯觀點

來看，上述類型分類並非完整。因此，對上述問題的分析，即應首先提出

合乎分類邏輯的某種分類方法，以求分析的合理性。 

美國學者 Judith Goldstein 與 Robert O. Keohane, 1993: 3, 25）使用 Max 

Weber 理念型方法，來建立他們在類型上的分類目標。兩位作者承認，此

種在觀念上的劃分方法，並非可以確切的反應現實。實際上就是，未能符

合類型學的關鍵要求－周延與互斥，這種觀念類型的分類方法，並非類型

建構的邏輯方法（Marble, 2002: 195-96）。 

法國學者（Mattei Dogan, 2010: 56）指出，有些學者所界定的相互對立

的模型，並沒有覆蓋實際現象的完整連續譜。此種不連續的缺點，可以經

由二分法，經由兩個概念產生具有意義的一個四極的方案。然而，一個抽

象框架中的所有類型均能在現實中被發現，此種情況也並不多見。 

本文認為，中國大陸在政經演進發展過程中的變數仍多，現況尚未顯

現的類型並非絕無可能存在；同時，忠實於科學的邏輯分類，在研究分析

上有其立論的嚴謹基礎。因此，本文仍然選擇以兩變數、二分法，為原則

的分類模式，並以因而獲得的四種類型，進行對中國未來政經模式可能轉

變的觀察模型。 

必須闡明的是，意識形態左與右的界定，從來並不截然分明，而是呈

現一種寬廣範圍的光譜分佈。右翼政黨與左翼政黨、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相對立場的界限與融合，一直是學者所熱衷

探討的問題。然而，此種定義及分界，已經相當難以釐清。就「社會主義」

來看，「保守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均被視同「右派」。然而，Giddens

（1994）在其《超越左與右》一書中解釋「保守主義」及「新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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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指出，「右派」這個名詞，在不同情況下與不同國家中意味著不同的所

指。例如，「新自由主義」在最基本的意義上，不是保守的，反之，它主

張擴張市場，而轉向激進。同樣的，「左派」也從激進轉向尋求對福利國

家這種目標的保守。Giddens 所說「第三條道路」，則是就英國背景而言的

「超越『老左派』與『新右派』」（beyond Old Left and New Right）（Driver 

& Martell, 2000）。 

但從中國大陸的現實情況而論，左右之分，還是有一種具體所指。大

陸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指出（秦暉，2006），大陸左右派

的言論傾向，例如，意欲「得勢」的左派，就要強調「擴大政府的權力」，

而避談「追究統治者的責任」，而這兩者均應為左派的主張；同樣的，意

欲「得勢」的右派，就要強調「推卸政府的責任」，而避談「限制政府的

權力」，而同樣，這本應都是右派的理念。本文將左右觀點的區分，整理

如表 1。 

 表 1︰左派與右派的屬性區分  

 左 派 右 派 

政治 擴大政府的權力 

重視群體責任 

限制政府的權力 

強調個人自由 

經濟 積極干預 

重視社會福利 

主張分配的公平與正義 

自由放任 

重視經濟效率 

主張市場的自由與效率 

資料來源：依據秦暉（2006）整理製表。 

就中國大陸現存的各種觀點而言，即使在本文的分析中被給予左或右

的描述，並不一定就是西方意義的左右。但為了便於分析，吾人仍可以將

其視為意識形態光譜這個大範圍中，位於中線以左的這一區段來討論。易

言之，在本文的分析架構中，即使被歸類為「政右」且「經右」的這一模

式，從西方的觀點來看，仍然屬於左派的性質，至多也只能視為傾向西方

的一種未來可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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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分析架構，首先，從「政治」與「經濟」兩種制度面向的指標，

以及「左派」與「右派」兩種意識形態傾向的指標，來觀察中國未來制度

變革的趨向，即可以得出四種分類模式，如圖 1。 

 

右 

 

 

 

左                                        右 

經濟發展目標 

  

 

左 

圖 1︰政經發展目標分類模式圖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立意抽樣的方式，選擇在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兩岸關係議

題上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專家、官方人員及業界代表，訪談對象包括不同政

黨背景，且都在相關議題研究超過 25 年以上的經驗者。本文於 2015 年初

即著手訪談事宜，包括設計訪談大綱、尋求訪談對象，最後確定 10 位訪談

對象，並與訪談對象約定訪談時間、地點與訪談形式。本文遵守研究倫理，

並以客觀呈現訪談所獲資料。 

叁、中國大陸政經制度類型分析 

本節依據中國大陸對各種政經意識型態之表述現況，包括「廣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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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路」、「重慶模式」，以及中共中央政策，就圖 1 的分類模式進

行分析。 

一、廣東模式 

在 2006 年之前，中國大陸已經出現諸如「廣東模式、溫州模式、蘇南

模式、膠東模式」等概念（喬耀章，2012）。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由

於中國大陸的區域差別太大，中共中央只能原則上依據「摸著石子過河」

的政策原則，任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訂政策，只要不出問題，實則任其

行之。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區域差異的複雜性，致使中共中央不能制訂單

一明確的整體性具體政策做為。｢廣東模式」形成的根源，乃是對執政者提

出自治、法治、民主的要求。 

廣東的法治建設、社會建設旨在重新安排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關係，

規範政府自身的行為，容納新興中產階層參與政治。因此，它的「改革」

色彩較為濃重。這種改革涉及到政府自身的轉型，具體說是政府權力的收

縮，難度比較大（秋風，2011）。 

根據美國之音（2015）的報導，曾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憲政學者張

博樹提出：解決中國所有社會和政治頑症的關鍵，為促使中國共產黨黨內

發生分化，終結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一步一步地實現中國的憲政轉型。

但實現民主憲政不必是一個快速、劇變的突發轉型過程。一個體制內應外

合的、民間施加壓力的，漸進性的和平轉型會更容易被接受，成功的可能

性也更大。2010 年由於中國體制內，容納不下張博樹的獨立主張，而將他

趕出了社科院。 

該報導也指出王天成對張博樹主張的漸進式的和平轉型持懷疑態度，

認為中共中央不會自動放棄政權，中國需要中東式的快速變革才能達至民

主憲政制度。王天成認為，快速轉型比漸進式轉型的社會成本會更小、動

盪更小，但不必使用暴力方式。中國的快速轉型不必是中東式的所謂「非

常序性快速轉型」，它也可以是波蘭、臺灣式的所謂「常序性快速轉型」，

即政府的權力秩序沒有被打亂。這包括掌權的獨裁者選擇轉型，或者是新

上臺的人開始改革。王天成也指出，目前中國各地有許多非暴力抗爭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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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但這些抗爭都是自發性、沒有策略的行動，對推動中國的憲政轉型功

效不大。 

廣東和重慶都在進行改革，儘管其方向大不相同：廣東試圖深化原有

的改革（經右），解決增長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的問題（政右）。重慶

當局不得不試圖對改革模式本身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政左經左）。這可

能也正是公眾對兩者的評價大不相同的根源所在。人們容易接受｢廣東模

式」，而較難接受｢重慶模式」。由前述意義，在本文分析架構中，「廣東

模式」是屬於政右經右的第 I 類型。 

二、重慶模式 

「重慶模式」一詞，最早出現在 1983 年。城市改革為中國大陸經濟體

制改革的初期重點，重慶於 1983 年開始進行城市綜合改革試點，被稱之為

「重慶模式」。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對開展以城

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全面改革進行研究和部署。試點城市的主要任務是進

一步搞活企業，尤其是大中型企業；進一步對外對內開放，發展橫向經濟

聯繫；綜合運用經濟槓桿，加強宏觀的調節與管理。中央指示試點城市應

從這三個方面努力探索，力爭取得新的突破。 

蘇拉（2011）直指「重慶模式」，即意識形態全面「左傾」、經濟上

大力引資加上民生上向草根傾斜。其「左傾」的代表就是唱紅歌、傳箴言、

讀經典、講紅故，簡稱「唱傳讀講」。薄熙來利用曾任商務部長的廣泛人

脈，為重慶設立了內陸特區「兩江新區」，引入了大量外資，並誇下海口，

3 年內要為 200 萬人建 4,000 萬平方米的廉租房，規模為中國大城市之最，

更矢言要將吉尼系數降至 0.35 以下。然而，對於這種混合了中國、古巴、

朝鮮的「重慶模式」，中共高層並未有共識。就此觀點，｢重慶模式」在意

識形態上是完全屬於左派的。 

蕭甫（2012）乃將「重慶模式」比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幹部整風運動」，主張保持執政黨的純潔性，打擊西方「資本主義」、

「個人主義」等等。他認為：第一、必須把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任

何改革都不能超出四項基本原則的範圍；第二、必須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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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第三、發展必須統籌兼顧，統籌城鄉的發展，統籌地區的發展，統

籌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統籌人與自然的發展；第四、必須毫不動搖的壯大

公有制經濟；第五、任何發展必須堅持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標準，正像薄

熙來提出的那樣，絕不能整天圍著富人轉，而疏遠了群眾； 第六、必須走

「民生導向，縮差共富」的道路；第七、必須保持執政黨的純潔性。及時

吸納具有共產主義信念的進步分子，及時清理喪失理想的退化變質分子和

叛徒。 

在 2011 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重慶經驗」學術研討會上，多位學者

綜述｢重慶模式」的左派屬性。「重慶市委黨校蘇偉教授指稱重慶正在開展

一種新型的民主實踐，依靠強政府去推動民主氛圍的形成。－重慶提出以

民生為導向的發展路子，本質就是薄熙來書記要求的『以社會主義的方式

來組織生產』」。西南財經大學趙磊教授認為：重慶經驗堅持了馬克思主

義的基本立場」、「但我們偶爾也能聽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質疑的聲音，

說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是左的產物，是空洞的說教，－現在確實有一種

勢力千方百計地要把馬克思主義曲解－（彭健，2011）」。 

「重慶模式」在經濟上左傾，西蒙周（2010）指出，重慶這場試驗，

強調政府的全能作用，通過政府主導，有逆市場經濟潮流而動的意思。經

濟活動從微觀上看，都是自發和隨機的，但從整體宏觀上看，這種自發隨

機的行為卻恰恰體現了市場的配置，因而也是有序和合理的。全能政府逆

市場而動包辦一切，恰恰違反了這樣的經濟規律。 

也有學者認為「重慶模式」介於新左與新自之間，如蘇偉（2012）指

出「左派」「過分」踴躍，但解讀為「舉毛澤東的旗幟」、「糾改革開放

的偏向」，故有擴大重慶影響的一面，又有「幫倒忙」的一面；「右派」

則比較懷疑、抵觸、置疑甚至抨擊；「中派」比較認可，但深入並持續研

究的還不多；「重慶模式」要堅持自己的發展軌跡，既不能受右面的新自

由主義的影響，又不能受左面的「新左派」的影響。 

榮劍於 2012 年的〈「重慶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爭〉一文中指稱：蕭

功秦披露了重慶在展示左的方面所出現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場景，正因如此，

有理由擔憂，左的現象在一種現有制度的安排下可以達到何種程度。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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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的效果是，通過左中右派的去意識形態化解讀，進一步確立「重慶模

式」的合法性，確立其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而蕭功秦要求重慶放棄那些充

滿濃厚意識形態甚至文革色彩的做法，左派包括重慶方面並不會滿意。「唱

紅」是「重慶模式」意識形態化的主要表現方式。「唱紅」可以輕易把人

的嘴堵住，老左派罵人不必顧忌什麼，實在出格了，有關部門最多私下提

醒下，而右派駡街，搞不好就進去了。這說明了中共中央左派的性質。 

事實上，「重慶模式」已經形成了諸多具體政策，它的本質是利用強

政府既有的權威，對於經濟增長的各種制度安排予以調整。它以強政府的

存在為前提，而不涉及政府相對於社會、市場的權力的調整，因而進展似

乎非常迅速。但是，這種調整在另一個方面展開了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

重新安排了效率與公平的排序，把公平置於效率之上，至少將兩者等量齊

觀。這一點，對主流改革模式作了某種修正。 

薄熙來主導的「重慶模式」，最終面臨了失敗的命運。王正旭（2012）

指出薄熙來在重慶的作為，逐漸偏離中央的政策路線。連雋偉（2012）亦

指出中共黨內的對立情勢，中共和政府內的一些保守派退休官員、學者超

過 1,600 人聯名上書中央，指責總理溫家寶「顛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

提出罷免。他們指責溫家寶違反憲法，充耳不聞國營企業員工的聲音，擅

自解體國企、發展私企、優惠外資，結果造成貧富懸殊，顛覆社會主義經

濟基礎，並指出溫家寶指示關閉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烏有之鄉

網站是「侵犯人民言論自由的重大政治事件」。此外，共同社還引述保守

派人士的話說，「信中還要求寬大處理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打擊改

革派，突顯了黨內路線對立激化的形勢。 

雖然，中共中央宣稱「沒有所謂的重慶模式」，薄熙來與他的「重慶

模式」謝幕，也已成為定局（張鳴，2012），但是中國改革開放自 2004 年

以來的第三次爭論方興未艾（鄒東濤，2009）。薄熙來的「重慶模式」不

可能只是一個行將消逝的過程而已。事實上，它已引起廣泛的注目與爭論，

仍將延續中國未來制度變革的意識形態辯論焦點。從諸多學者的論點觀之，

「重慶模式」在本文的分類模式中，屬於政左經左的第 III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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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條道路 

2005 年 10 月 23 日至 26 日，「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當代世界社會

主義專業委員會」與四川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共同舉辦「共產黨執政的

歷史經驗和教訓」學術研討會。中共中央黨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

國人民大學等 25 個單位的 60 餘位專家學者參與，在會議中多數中國學、

官兩界對於第三條道路表示默許與肯定。 

中國大陸學者楊曉華（2001）認為，上個世紀末以來歐洲社會民主黨

的理論探索與實踐調整為「第三條道路」的反映。「他們相信現實社會主

義是專制獨裁、集權主義、官僚主義的體制，堅定地與科學社會主義決裂，

強調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價值，以及和平、民主、社會進步等社會民

主主義的思想傳統來建設歐洲，塑造一個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歐洲社

會模式。他們放棄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制度的含義而只把社會主義作為一

種學說來看待。在政策執行上，他們要求加強政府的有效干預，生產效率

和社會公正並重，不再強調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化而主張務實地對待私

有制和私有化。……在國際問題上，他們認為當今世界存在著由於饑俄、

貧窮、環境破壞、國際犯罪、毒品交易、恐怖主義、宗教衝突、種族衝突

等大量威脅國際安全的因素，所以他們的對外目標是謀求國際和平與穩定，

實現更多的人權和民主，爭取較為持久的富裕。」然亦有批判的聲音，認

為此種改革調整缺乏根本的一以貫之的原則，為一種急功近利的政治短視，

尚須持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冷靜觀察，批判對待。 

中國視代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與代表伯恩斯坦「第三條

道路」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兩大對立流派。中國

學界一向以前者為自居，然而，進入 21 世紀以來，此種壁壘逐漸鬆動，甚

至主張正面肯定後者。吳嘉蓉教授（2005）從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及其

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以及歐洲諸國最具代表性的政黨－「社會民

主黨」在當代的政策調適做為分析，認為中國大陸應該從歐洲社會民主黨

的變革中取得借鑑。她指出：「社會民主黨」的修正，有一個「實踐先行，

黨綱滯後」的過程。「社會民主黨」完成了從工人階級的政黨到全民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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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超越資本主義。當今世界已經不存在傳統意義

上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傳統對立思維已經不能解釋、

認識和判斷，而這需要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觀點重新建構兩者及其

關係。她也指出，中國應該打破只有透過體制外革命方式建立社會主義的

思維定式，在中國不應當擔心資本主義多了，反而應當擔心是否少了。對

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應當建立在更加理性思維的基礎之上，應當以民主

和自由的理念對待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差異。 

大陸學者對歐洲第三條道路的觀點，多有關注與正面肯定，是否將會

成為更多的討論與選擇，不宜排除其可能性。此種第三條道路，即為本文

分類模式中，屬於政右經左的第 II 類型。 

四、中共中央政策 

中共中央一直以來的政策發展目標，應該歸類為本分析的何種類型模

式，將從其經濟政策的市場自由度有無呈現明顯差異，以及政治意識形態

的屬性進行觀察，此為首先將予釐清的問題。至於中共中央迄今是否仍然

確實稟承了鄧小平的理念原則，沒有顯著偏離，而可以被視為沒有變異的

一種基本模式，以及其政、經、左、右的屬性，則為首先應予探討的問題。

經由對其定性，始能作出對中國大陸其他觀點的比較結論。 

中共中央政策一向被視為「政左經右」，以下就學者的觀點作為佐證，

榮劍（2012）指出：中國前三十年的改革路線，就是不搞政治改革，儘管

也提提口號。實際上，從 1989 年以後，政治改革就全面停頓了，只是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亦即，「政治高度專制，經濟自由化」。鄧小平在經濟上

完全是右的立場，他提出了市場經濟的概念，確立了 1992 年以後中國改革

的總路線。而 1989 年以前的左右之爭，主要體現在左的教條與胡耀邦改革

主張之間的衝突，實質是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意識形態之爭。到 1992年以後，

爭論雙方的代表人物或死或下台，爭論也就自然消失。之後，鄧講不爭論，

不問姓資姓社，放棄意識形態的爭論，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搞改革。榮

劍認為，鄧的南巡講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因為他認為在

文革和改革的前十年裡，干擾破壞主要來自左。榮劍的觀點，說明了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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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在經濟上完全是｢右」，但在政治上完全未變即屬「左」。 

鄧小平時代延續下來的「政左經右」原則，意指經濟上，力行改革開

放；政治上，堅守共產黨的執政權力。1992 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進入政治

局以來，仍不改此一原則，「甚至政左經右的反差更加明顯，政治領域上

越來越保守」。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會更著墨在「社會改革、社會管理」層

次上（中時電子報，2011）。 

中國改革三十年有三個理論版本。第一，是鄧的理論，實質是實用主

義路線，基本路線的重心是發展經濟；第二，是江的「與時俱進」與「三

個代表」理論，是要與世界文明接軌，往普世價值靠攏。第三，是胡錦濤

的科學發展觀，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設計發展方式，而迴避了意識形態的問

題。事實上，在江澤民理論提出以後，引起了黨內巨大爭議，但沒有繼續

往前走，遇到阻力後又退回去了，結果導致左右兩邊對江都不滿意。因此，

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才會重新詮釋，「三個代表」理論就是要用社會民主主

義來改造、確定改革路線。至於現在的「科學發展觀」，榮劍認為，越想

穩定，社會越穩定不下來，這就說明了制度存在很多問題（榮劍，2012）。

從其陳述來看，在政治改革或說意識形態轉變上，鄧的擱置、江的退卻、

胡的迴避，以及在三個時期中，中共中央對極右與極左言論的壓制做法，

說明三個時期並未作出重大轉變，均保留了中國一貫的左派立場。 

社會主義對中國的影響，無遠弗屆。由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主任

李良棟（2010）的論述，可見一斑。他指出：「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

專政的國體，是絕大多數人對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極少數敵對分子

的專政，這就為實現人民民主提供了保障。」「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

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無論是發展民主還是實行法治，都不能離開黨的

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等一系列

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為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奠定了基礎。」「三

權分立與多黨制，同樣不適合中國國情。」這些乃是依據鄧小平以往講話

的內涵精神：「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

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可從其陳述，了解中共中央對

民主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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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的色彩逐漸減少。喬耀章（2012）說

明中國大陸的「一少」，指人們越來越少地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

個概念。有意無意地「去社會主義化」，用「中國特色」取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從而使社會主義淡出「中國特色」。然而，其主流仍強調社會主

義意識形態，他談到在國外的報告裡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特色資

本主義、搞「特色」社會主義，而不說搞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內部也有

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褪色的社會主義，但實際上是搞新民主主義，

就是把已打倒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又請了回來。廣東模式、溫州模式、

蘇南模式、膠東模式等等，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地區模式。 

中共中央的態度與立場，顯示了「政左經右」的一貫方針，在本文的

分類中，宜應屬於第 IV 類型。綜合以上的分析，就本文分類的原則與相對

比較意義而言，中國大陸「廣東模式」屬於圖 2 中的第 I 類型、「第三道

路」屬於第 II 類型、「重慶模式」屬於第 III 類型，中共中央政策則屬於第

IV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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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習近平的政策類型是否與鄧同屬一個類型？如果觀察中共中央執

政團隊係一直承襲鄧的路線，成為主流，因此也未被批判及反對，說明它

的答案是肯定的。從這個意義來說，迄今為止，中共中央的態度與立場，

亦包括習近平的政策目標傾向，顯示了「政左經右」的一貫方針。在圖 2

中，宜應屬於「政左經右」的「第 IV 類型」。有了這樣的判斷結果，基於

比較的方法，即可以對中國大陸現有各種論點作出本文分類模式的定位。 

綜合以上的分析，就本文分類的原則與相對比較意義而言，中國大陸

「廣東模式」屬於圖 2 中的第 I 類型、「第三道路」屬於第 II 類型、「重

慶模式」屬於第 III 類型，中共中央政策則屬於第 IV 類型。 

肆、習近平的制度趨向分析 

根據上述闡述，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存在四種可能性，習近平時

代將會有何種發展，本文則採取深度訪談方式進行觀察。其方法上的意義，

在於客觀徵詢專家觀點，並進一步對本文的分析架構作出某種程度的檢驗。

訪談期間為 2015 年 10 月至 11 月，有關訪談對象的背景、訪談日期和訪談

地點，如表 2。後續引述訪談內容來源，以此方式表示，例如：「Ａ，2015/10/29」，

第一個英文字母為訪談對象代碼，後面數字為訪談的年月日。本文採用訪

談方式的對象，並未事前已普遍接觸或理解本文分類方式的意指，而本文

亦不願在訪談時給予其被動式先入為主的暗示，因此僅能就其個別主觀認

知提出觀點，最後對照本文所提原創性的類型概念，進行比較分析，以理

解其與本文觀點的一致性程度，藉此驗證本文論述的合理與否。 

本文根據研究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中共中央的政策為政左經右，請

問您認為習近平與中國大陸未來政治會往左或右發展？為什麼？經濟是否

會繼續維持右，或是會往左發展？為什麼？」，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採

開放態度，受訪者可依此主題暢所欲言，研究者並根據受訪者的回應追問，

以期得到較為完整的紀錄。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為習近平將

維持「政左經右」的政策，部分受訪者認為中國將走向「政右經右」的道

路，亦有少數觀點認為中國無左右問題，而是視現實情況而做政策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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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訪談對象一覽表 

代碼 研究對象背景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A 大學教授兼前所長、中國研究專家 2015/10/29 臺北市北投區 

B 大學兼任教授、兩岸研究專家 2015/10/25 臺北市立大學 

C 大學教授、智庫諮詢委員 2015/11/02 臺北市南京東路 

D 大學兼任教授、前高階文官、兩岸研究專家 2015/11/04 臺北市羅斯福路 

E 大學教授、兩岸經濟、社會研究專家 2015/10/30 臺北市復興廣播電臺  

F 博士、中國政治軍事研究專家 2015/10/23 新北市板橋區 

G 大學教授、兩岸經貿類智庫理事長、兩岸經貿

研究專家 

2015/10/26 臺北市立大學 

H 大學兼任教授、業界臺商創意總監、大陸投資

顧問 

2015/10/24 臺北市立大學 

I 大學兼任教授、中國研究專家、智庫副理事

長、現代史研究背景 

2015/10/25 新北市新店區 

J 大學兼任教授、中國研究專家、業界職訓教授 2015/10/27 桃園市中壢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一、習近平將維持政左經右的政策 

（一）政治將維持中央集權形式 

習近平接任中國國家主席後，全面實施打貪的措施，無論是中央或地方、

國資委、華潤石油幫、中遠等央企的高層，以及海外的金融機構等皆無

一能倖免。例如前中常委周永康、江澤民的子弟兵令計畫等高官都紛相

遭到羈押。與此同時，習也打壓維權人士、異議份子、收緊網路、媒體

言論，並在全國大動作升高反恐力道。在對外關係上，習近平於東海和

日本交手，在南海和菲律賓、越南過招，在虛擬世界和美國大打網路駭

客戰，姿態愈趨強硬。三方點火後，又透過五月在上海舉行的亞信峰會，

對世界宣示「亞洲事務，亞洲人自己管」，亞洲是中國的地盤，不許他

人插手的態勢。（D，2015/11/29） 

檢視習近平在國內外都「來硬的」作風，主因乃是為了排除萬難，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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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深化改革」的諸般手段。改革的目的，當然就是為全面達成小

康社會的「中國夢」。而此夢的背後，實是維護中共政權的存續。相對

的，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政爭，又將不知覺的浮出政治檯面。事實上，當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理想，不再為大多數中國人所追求時，維持經濟成

長、改善人民生活，讓大家有錢賺，已成當前中共政權正當性的主要、

甚至唯一來源。而維護這個正當性，自然就是中共全黨上下最重要的政

治任務。但改革開放 30 餘年來，此項政治任務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瓶頸

與挑戰。例如政府的結構性貪腐、錢權情的勾結、貧富差距擴大、環境

汙染惡化、富人出走，中南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徵兆，都陸續在

中國出現。（D，2015/11/29） 

如果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成長陷入長期停滯，將是中共最大的

噩夢。胡錦濤卸任前，兩次在公開場合疾聲呼籲，「貪腐不改，將亡黨

亡國」。習近平在北戴河會議上也說，「2013年的中共和 1948年的國民

黨情况相似，不徹底改革，將失去江山、人心」這樣的重話。於是，中

共在十八大三中全會的 60 項深化改革方案中推出對政權正當性與存續

的危機感，正是驅動習近平與黨內精英反貪與改革的內在力量。（D，

2015/11/29） 

習近平大動作改革與打貪，必定遭來既得利益集團反撲，習近平的因應

之道，就是在國內打壓維權人士、收緊媒體網路言論；在國外展現強硬

的維護主權姿態，對利益集團和保守派，有所「交代」。林中斌比喻，

習近平用這些手段當作「盾」，掩護反貪與改革的「矛」，對外強硬，除

了有保護中國日益龐大海外利益的現實需要，也是為了對內表態、收割，

以免重蹈 80年代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被保守元老鬥下臺，「改革未捷身

先死」的覆轍。（D，2015/11/29） 

在政治上，中共掌握民主與民主為何者形式的話語權，向西方標準的右

傾修正，目前尚不可能，基層鄉鎮的公推直選活動，離民主的內涵仍有

差別，可說是中共的另類發展。事實上，中共的集權體制維繫，必須在

三個條件下進行，領導者對國家治理有能、政府官員有德，人民生活安

定。相對應的便是秩序與成長、反腐與法治、扶貧與福利，這也是中共

執政的主要條件，也是被中共執政清醒的理解。因此，我們見到中共政

府組織的再造，卻見不到政治權力結構或制衡性設計的調整，更不用說

照搬西方民主的標準構建中共政治體制的變革。（F，201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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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存在於政策為政左經右的困惑，在於「政左經右」理念的分歧。換

言之，「政左經右」之左，只能是「以共黨一時專政之左／促進經濟發

展之右」的「方法論」；而不能演變成「以促進經濟發展之右／來維持

共產永久執政之左」的「目的論」 因此，檢視「政左經右」若形成左

右不分、政經撕裂，也會影響中共政權的延續性與正當性。（J，2015/10/27） 

中共的意識形態雖然貌似堅定，不容動搖，但是我認為，它比意識形態

更重要的，則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永遠執政。鄧小平都可以修改馬

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否定永遠鬥爭，初級階段的漫漫無期，以及

後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論點早已偏離共黨理論遠矣。修改的目

的，無非在於因應情勢變動下的政權掌握。說的好聽些，那是與時俱進，

說的直接點，那就是掌握中國共產黨的話語權，目的就是為了繼續擁有

政權。因此，我認為，在中國大陸人民逐漸增高其需求的情況下，政治

民主的需求會在地方層級適度逐漸被滿足，但卻難以達到中央領導權的

分享。如果上下能夠相安無事，那可以說明中共創造了一種不同於西方

的新的民主制度，那是上下有別、局部性的民主制度，如果可以說它也

是一種民主制度的話。除非發生另一種情況，又出現了一位轉折性的人

物，徹底改變了一黨專政的制度。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也並非沒有前

例，譬如說，前蘇聯的戈巴契夫等等。（B，2015/10/25） 

（二）經濟持續開放政策 

經濟上，人民幣連貶數月，直到最近才稍止。李克強再推微刺激，實施

「定向降準」，同時在 5 月高調宣誓調結構、不走灑錢刺激成長老路的

決心。新華社在 6 月初也為李克強的經濟學護航。故習的「政治向左」

是為了「經濟向右」，爲了替全面深化改革，殺出一條政治血路。矛與

盾能否用的好，「政左」能否掩護「經右」，將會決定這條「血路」能否

順利開出。（D，2015/11/29） 

大陸的政治經濟是合在一起不太會分離的，但是我們仍可以分開來談也

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的經濟，已經從過去

計畫經濟完全轉化成國家資本主義的路線，或者更多如他們自己所說的

市場的社會主義。臺灣在 1980 年代民營化越來越像自由經濟的路，大

陸如果再把自由放寬，其實會跟現在西方完全一模一樣，臺灣現在走的

路，大陸將來也有可能會走。大陸已經成為WTO的會員國，經濟和國

際接軌是必然的，他也加入了許多國際重要的經貿機構（如 word bank、



中國大陸政經制度類型與習近平的制度趨向分析  91 

IMF）或是區域的經濟合作組織與金磚國家的論壇，可以看出大陸很想

與周邊國家將經濟整合在一起，不可能鎖國也不可能封閉自己，甚至還

希望可以加入 TPP，避免將來可以跟全世界先進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

自由貿易的組織被別人淘汰，大陸 2013 年先啟動了上海自由貿易區的

實驗。2015 年也增加了福建、廣東與天津三個省，明年可能擴大到內

地的省市。我覺得大陸在這一塊而言，國家的干預是不會放棄的，然而

往自由的道路也會一直走，我們臺灣有時還跟不上他的腳步。（E，

2015/10/30） 

中共對於前蘇聯解體因素，其中對於戈巴契夫的政治右傾改革，以及經

濟的休克療法，是經常被提及失敗的主要經驗。換句話說激進的改革，

並不會被納入政經改革的意識當中。未來中共國家的發展，仍是政左經

右的格局，其分別的原因是，中共經濟體已經相當龐大（全球第二大），

經濟發展已非國內財政與貨幣政策得以滿足，必須持續面向國際經濟環

境拓展開發（如走出去政策），中共經濟發展，強調實體經濟與技術創

新發展，並未陷入虛擬經濟的單一類別思考，因此，面向市場必然是要

進入全球市場與經濟開放性質的邏輯使然，與西方較為不同的，乃是國

家資本的操作與個體資本的營運的差異。（F，2015/10/23） 

經濟制度，中共現在的做法，可以視其為國家干預下的自由經濟或資本

主義制度，當然是右派的做法。但是，中共不太可能再固執於社會主義

或者資本主義的任一種極端。因為他們相當理解兩者的極端後果，至少

這種觀點與態度，會比政治意識形態維持的更久。若真要作出明確的說

法，我認為，可預期的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是國家干預下的右，政治

則可能另創一種非西方的民主制度。至於長期，則難以預料了。（B，

2015/10/25） 

二、政治和經濟將朝開放方向進行 

（一）政治將逐步自由開放 

政治方面，中國大陸為了讓自身的政權繼續維持下去，勢必要釋出一些

權力，讓人民享有更多的權力，並逐漸開放政黨。當然一定是朝著越來

越開放的，我們很難開放之後又再次限制。我想即便是資本主義社會，

也是非常重視財富的平均分配。尤其是中國大陸這種以社會主義為根本

建立的國家，即便借用資本主義制度，也說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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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經濟制度。中國政府主張先讓一部分的人富起來，再讓全部的人富起

來，全部的人富起來為他們的最終目標，如此也可說是達到財富平均。

為了達到全部的人富起來之目標，他們還是必須仰賴資本主義的運作。

所以我認為，資本主義是必須的手段，但同時也必須考量社會的財富分

配。（G，2015/10/26） 

依習近平的個性可能有往左傾向，不過他個人具有此傾向，不會整個政

策都這樣，但換一個領導人就不一樣，不可能永遠都他掌政，看整個環

境的趨勢所決定，決策者影響很大也會受其人格特質所影響，也要適度

放鬆 整個國家不能只有黨掌握。政治上相當長時間還是往左，但是受

西方外來影響與經濟改革、人民價值觀改變，人民會要求黨退出政壇，

要比較接近自由民主的話，中國不得不改變。（A，2015/10/29） 

（二）經濟繼續發展 

大陸領導人在意如何快速的提升經濟，如何將政治開放成更接近民主，

這是他們的走向。至於這個走向是左是右，到時候再下定論，但是我覺

得這個方向非常的明確。中國大陸繼續發展經濟，很顯然他是向右的。

經濟一定會是繼續往右的。但中國大陸的經濟就如他們所稱，是具有中

國特色的。那具有中國特色是什麼呢？在過去社會主義經濟，是強調大

家都要有飯吃，當中國大陸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發現，西方的資本主義會

產生貧富不均，相較之下，社會主義制度好像比較好。所以中國大陸的

經濟確實會繼續朝著右邊發展，且帶著社會主義色彩。我認為中國大陸

會持續發展經濟，但他們會設法解決、排除貧富不均的問題，重視社會

的財富平均。（G，2015/10/26） 

當然一定是朝著越來越開放的，我們很難開放之後又再次限制。我想即

便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非常重視財富的平均分配。尤其是中國大陸這

種以社會主義為根本建立的國家，即便借用資本主義制度，也說他是具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政府主張先讓一部分的人富起來，

再讓全部的人富起來，全部的人富起來為他們的最終目標，如此也可說

是達到財富平均。為了達到全部的人富起來之目標，他們還是必須仰賴

資本主義的運作。所以我認為，資本主義是必須的手段，但同時也必須

考量社會的財富分配。（G，2015/10/26） 

經濟上會繼續往右，資本主義社會他普世價值所在，是人類發展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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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每個國家都會往這個方向走，雖然不可能像世界大同一樣，因為

人的私心總是存在總是希望有自己的財產，人都是私心的，私心存在的

話，一些制度就必須迎合，中國大陸現在沒有完全迎合，現在發展的是

只有部分迎合西方市場和經濟價值，所以才能發展經濟，大陸之所以發

展成功，並不是他堅持社會主義黨的領導，而是有限度往西方走。（A，

2015/10/29） 

三、政治和經濟都將趨於保守 

（一）政治維持中央集權 

基礎核心政治上往左，經濟上右中有左，基本上未來的發展還是往它的

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經濟上採取的西方主義的角度會比較偏向中國式的

社會主義或者中國式的資本主義，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會慢慢地浮現出來，

畢竟他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後，終究它既然知道如何玩資本主

義的社會的遊戲後。重點是去建構它自己的未來的發展，所以習近平所

講的中國夢，他希望中國成為脫離以往的所謂氣候不振，成為世界的第

一大國。但是能不能完全照他的思維去走，也就是西方的制度或者國際

社會有國際社會的要求，是不是可以完全去改變這是我們存疑的。不過

他正在改變包括習主席去拜訪聯合國潘基文贈送九龍和平圖等，包含國

母去演講他開始在改變，也就是既然聯合國強調的教科文組織或者人權

組織裡面，所強調的被西方批評的人權的國家竟然能夠在聯合國做一些

人權演說，代表他開始用中國式的價值去融入去改變去調整西方式的價

值。我們不能用西方的角度，西方的人權民主去看中國大陸的思想及民

主人權，它有自己一套的定義模式。（H，2015/10/24） 

習近平跟薄熙來的實質的方向是一樣但內涵不同，方法偏往不是全部往

左，薄熙來的太左太紅（共產主義），習近平可能本身對西方主義、社

會主義、資本主義的認知，就我個人的觀察他認為社會主義是美好的比

資本主義好，他現階段他必須要用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或者方式來

建構中國大陸所謂的經濟社會強國，他也知道其實人民的生活這些觀念

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調整，不過他自己認為希望民眾的生活水平，以後能

夠跟西方的生活水平一樣，從這角度的思維來看來表示就是社會主義價

值觀，把貧富差距拉大現階段的貧富差距拉大的過大，一部分是改革開

放的速度過快，所以他現在再調整，反貪就是建立正確官僚體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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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其實觀察一定是往左幾乎政治經濟都往左，只是不會像以前一樣純

粹往左偏，內涵及實質的意義不同，不是早期所謂左的概念，在光譜上

比較左移一點，比較偏重於社會主義的發展。（H，2015/10/24） 

（二）經濟右中有左 

在經濟上，習近平比較知道西方的遊戲，所以併購及內部的調整，目標

是享受西方或歐洲的生活水平，就是社會主義的要求，他用的是資本主

義的社會的方法手段，當然這條路不是一定的康莊大道，可能是一個不

是平坦的道路，他不是完全認同資本主義那一套，還是嚮往肯定社會主

義的發展，當然不會極端的極左，在光譜上比較左移一點。（H，

2015/10/24） 

四、中國為現實主義者 

其實我認為用左右來區分政治、經濟的走向並不恰當，中共其實是完完

全全的現實主義者，老一輩的中共黨員或許還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現

在的執政者都是走現實路線。就像鄧小平說的「管他是黑貓、白貓，能

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經濟往右是因為經過實驗證明，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可以賺錢，而共產主義不能；同樣地，如果哪一天經過實驗證明，民

主政治有助於維持中共一黨專政政權的穩定，中共也不一定要堅持現在

的作法。我個人認為，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可能是中共未來在政治改革上

可能採取的模式。（I，2015/10/25） 

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習近平都是走不中不西的道路，過去三年一直是

一下左一下右的狀態，他是拿來主義。原來的政左經右是基本格局，但

是會因應情況有所調整，政治和經濟絕對不會有極左或是極右的狀況。

（C，2015/11/02） 

根據國內受訪者的意見，呈現了各種不同的觀點，分述如左：第一、

有五位受訪者（B、D、E、F、J），認為習近平將維持「政左經右」的政

策，在政治上甚至權力更為集中，控制更為嚴密。對內打壓異議份子和控

制媒體，對外的態度趨於強硬，其目的都在於維護和鞏固其政權。其中有

受訪者指出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雖然貌似堅定，不容動搖，但是比意識形

態更重要的則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永遠執政。在中國大陸人民逐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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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需求的情況下，政治民主的需求會在地方層級適度逐漸被滿足，但卻

難以達到中央領導權的分享；第二、兩位受訪者（A、G）認為中國未來將

走向「政右經右」的新局，政治上雖然習近平可能仍走「左」的路線，但

受到各種因素與趨勢的影響，長期而言，中國終將更多的自由開放；第三、

有一位受訪者（H）認為習近平與薄熙來的政策在內涵上雖不同，但在實質

方向上是相同的，習近平應該仍是嚮往社會主義的發展，其政策雖然不會

極端的「左」，但仍是「左」的思考；第四、兩位受訪者（I、C）認為中

國將視現實情況而轉變其政策，十足的現實主義者。在本文的四種類型中，

「政右經左」的第三條道路，在此次受訪中，無任何受訪者認為習近平或

中國未來會朝此一方向發展，以上為臺灣幾位學者的看法，習近平與中國

的政策走向為何，仍待更多的觀察與研究。 

伍、結論 

經由前述，本文作出如下三點階段性的結論：第一、顯而易見的，中

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依意識形態的左、右區分，的確可以呈現在邏

輯上相對周延與互斥的四種類型。就分類方法的科學性而言，至少在最低

程度上已經兼顧其客觀性與完整性，俾便對目前與未來事件進行完整性的

觀察與分析。同時，要接受中國大陸這四種類型同時出現的偶然性，則必

須先寬容的看待分類的邊界條件，也要接受未來這些模式名詞可能出現修

正的可能。主要的原因，在於二分法分類的相對性質，易於簡化而能作出

清晰的分類，但也在光譜上存在相當大的容納與模糊空間。 

第二、依 Cheng Li（2007）的看法，無論左派或右派菁英的論點，能

夠出現在不同的公眾媒體，甚至是中共官方舉辦的公共論壇，顯見均有相

當的自由度與被接受度。這意味著，中共官方一直以來遵照鄧小平「摸著

石子過河」的實踐原則，而且也容許社會需求與統治權力之間的競爭與平

衡。並經由此種過程，在確保政權穩定的大前提下，一步步調適其政治與

經濟制度的實際作為。但也無可避免的，中共中央一旦對政權失控，則將

脫離上述模式，而以突變的形式變革其政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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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文意不在於對中國大陸政經制度未來究竟走向何方作出結論，

而僅僅是提出這四種可能模式的差異。藉對中國大陸持續的制度選擇的爭

論過程中，觀察其在轉變的程度及意義，以此探索可能出現的實際內涵，

或許可以判斷其未來出現某種創造性意義的機會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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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and Xi Jinping’s th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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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outline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and 

politics of China and how this has affected the economy of China, and 

also the possible direction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tak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will use 

two system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two ideologies of the “Left” 

and “Right” by incorporating four models.  These are the Guangdong 

Model, the Chongqing Model,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licy Model, 

and the Third Way Model.  This paper also looks at the in-depth 

Interview of Xi Jinping and how he is likely to shape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uture.  This interview indicates, as most experts agree, 

that Xi Jinping will generally maintain the same policies of “Politics Left, 

Economics Right” that has so far guided China’s recent policies, but that 

he will also move towards a more centralized form of govern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his political power.  This analysis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may reveal and expla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China is currently facing and how Xi Jinping will face and try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Left and Right, Chongqing 

Model, Guangdong Model, Third Wa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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